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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塑干预：概念、设计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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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论是工作重塑研究的北美学派还是欧洲学派都认为，工作重塑不仅是一个概

念或行为，而且是一种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的干预手段，即工作重塑干预。工作重塑干预的设计

基础主要有两种，即基于认知、关系与任务改变的工作重塑干预和基于工作要求与资源模型的

工作重塑干预，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员工与组织的共同目标。研究表明，工作重塑干预不仅会

对员工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工作绩效产生影响，而且会对工作重塑行为本身及组织绩效产生影

响。未来的研究可重点关注工作重塑干预的作用机制、不同条件下的干预效果、基于个体优势

的工作重塑干预以及中国组织情境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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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受积极心理学运动（Seligman和Csikzentmihalyi，2000）、优势运动（Buckingham和Coffman，
1999）和积极组织学（positive organizational scholarship）（Cameron等，2003）的影响，近20年来，

组织行为领域出现了研究个人与组织优势（strengths）、美德（virtues）与积极管理范式（positive
approaches）的倾向，并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学术派别和新构念。例如，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Martin Seligman教授为首的研究者创建了积极心理学，转变了消极心理研究取向，开始探索个

体层面的积极概念，如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Luthans，2002）、心流（flow）

（Csikszentmihalyi，1999）、呼唤（calling）（Wrzesniewski，1999）、个人工作重塑（job crafting）
（Wrzesniewski和Dutton，2001）等；密歇根大学的Jane Dutton教授开创的积极组织学研究则从

组织层面转变了过分关注竞争、效率、监督与惩罚的研究思路（Schwartz，2015），不仅关注群体

层面的高质量工作联结（high quality connections）（Stephens等，2011）、职场友谊（friendship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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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等，也关注组织层面的合作工作重塑（Leana等，2009）、组织关爱（Kanov等，2004）、积极

偏离（positive deviance）（Spreitzer和Sonenshein，2004）等。以Donald Clifton和Marcus
Buckingham为代表的研究者在盖洛普（Gallup）公司的资助下对个人优势及其发挥的组织环境

进行了长达30年的探索，推动了欣赏式探询（Cooperrider和Srivastva，1987）理论与实践的发

展。以上不同学派、领域和层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构成了积极组织行为学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的主要学科框架（Luthans，2004）。在此框架内，受到广泛关

注、具有良好发展前景且紧密相关的三个领域就是个体优势、工作重塑与呼唤。已有文献对工

作重塑（张春雨等，2012；胡睿玲和田喜洲，2015）和呼唤（田喜洲等，2012；谢宝国等，2016）进行

过综述。其实，工作重塑除了是一个概念或行为外，还可以是一种干预手段（job crafting as an
intervention），即工作重塑干预，正是作为干预手段使它在应用中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Schoberova，
2015）——帮助那些打算进行但又不知如何进行工作重塑的员工去改变他们的工作认知、关

系、任务以及工作资源和要求，从而使他们获得工作意义感和构建积极工作身份。本文回顾与

述评了西方关于工作重塑干预的研究，希望能引起我国学者及业者的关注，促进学术与实践的

发展。文章的内容与顺序是：首先回顾工作重塑及工作重塑干预的内涵与分类，然后述评工作

重塑干预的研究设计及影响，最后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并进行未来研究展望。

二、  工作重塑概念与实践挑战

（一）工作重塑概念

最早提出工作重塑概念的是美国学者Wrzesniewski和Dutton（2001）。他们认为，员工可以

通过主动改变工作任务、关系与认知，如承担额外的工作任务、重构工作关系、改变对工作的认

识，来使工作更加适合自己。可见，工作重塑是员工主动改变工作内容与关系、重新定义工作与

社会环境，获得工作意义的行为（Wrzesniewski和Dutton，2001；Tims和Bakker，2010）。
Wrzesniewski和Dutton（2001）认为，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工作重塑：（1）任务重塑（task crafting），
即员工增加或减少工作任务，扩大或缩小任务范围，或者改变工作方式；（2）关系重塑

（relational crafting），即在组织内外，员工改变与他人关系的质量与数量；（3）认知重塑（cognitive
crafting），即员工改变个人看待或思考工作的认知。在一项对销售工作的研究中，Lyons（2008）
发现，超过75%的销售人员在从事着没有管理者监督的工作重塑，如扩展工作任务、提升与客

户的关系质量、开发个人技能等。这说明了工作重塑存在的客观性。同时，Wrzesniewski和
Dutton（2001）对工作重塑的定义与内涵界定形成了该领域的研究框架。从此，大量研究在此基

础上展开（胡睿玲和田喜洲，2015），形成了工作重塑研究的北美学派。北美学派强调员工在工

作设计中的积极角色、人与工作的关系以及工作重塑的核心内容——任务重塑、关系重塑与认

知重塑（Wrzesniewski，2003）。
另一个关于工作重塑研究的基本框架来自荷兰学者Tims和Bakker（2010），他们代表了工

作重塑研究的欧洲学派。与Wrzesniewski和Dutton（2001）工作重塑的内涵不同，Tims和
Bakker（2010）、Bakker等（2012）以及Petrou等（2012）把工作重塑与工作要求—资源（job
demand & resource，JD-R）模型结合起来，将工作重塑重新定义为“员工为了平衡工作要求与工

作资源，根据自身的能力与需求做出的行为改变”。因此，工作重塑也可看作员工自发的行为改

变，目的是改变工作要求与资源的水平。这就是欧洲主流工作重塑研究的渊源（Bakker和
Demerouti，2007；Demerouti和Bakker，2011），也开启了工作重塑研究的另一个视角

（Demerouti等，2001a，2001b；Petrou等，2016；Tims等，2016）。
综上可知，欧洲学派（JD-R框架）的工作重塑概念排除了北美学派工作重塑中的认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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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任务重塑（如增加挑战性工作任务、减少阻碍性要求）和关系重塑（如增

加社会资源）。欧洲学派认为，认知重塑是被动而非主动的适应。但是，Schoberova（2015）认为，

这可能是欧洲学派研究的一个局限，因为改变员工的思维模式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结果

（Crum和Langer，2007）。例如，Grant（2016）通过改变劝捐人员对工作意义的认识而改变了他们

的工作绩效。这些劝捐人员受雇于一所公立大学的电话服务中心，其任务是给这所大学的潜在

捐助者打电话。他们的薪水并不高，而且会频频遭到拒绝，士气低落。如何激励他们呢？Grant的
做法是：为一组员工安排了一次与获捐助学生之间的互动活动，这些学生就是捐款的受益人。

这次互动只有5分钟，在活动中，学生向员工讲述了自己对捐款者的感激，并特别强调正是这些

捐助才使他们能够完成学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这次短暂的交谈带来了重大影响：那些曾

与获得过资助的学生进行过互动的员工，打电话的时间增加了一倍以上，吸引到的捐助款增加

了近两倍。这次干预实验表明，认知重塑——让员工了解工作的意义、改变对工作的认识——
能够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不过，从本质上讲，Wrzesniewski和Dutton（2001）与Tims和
Bakker（2010）对工作重塑的定义基本相似，即员工的主动改变是工作重塑的动力，管理者也可

以通过创造激励性环境来鼓励员工进行工作重塑。可见，工作重塑的内涵及设计基础有两种，

在北美地区多采用Wrzesniewski和Dutton（2001）的研究体系，即工作重塑的任务、关系与认知

框架；而欧洲研究者多使用Tims和Bakker（2010）的JD-R框架，即工作重塑就是使工作要求与

资源达到平衡。

总之，不管以何种方式定义工作重塑，其本质都是员工以积极的态度自下而上地改变工作

内容与方式，以满足个人或者群体的需求，并获得工作意义感的主动行为（Bolino和Grant，
2016；Akkermans和Tims，2017）。在重塑方式上，不仅包括个人工作重塑，也包括群体工作重

塑，以及在别人（如领导、导师等）的引导下完成的重塑。

（二）工作重塑的风险与挑战

虽然工作重塑行为的影响结果多是积极的，但对于个人与组织而言工作重塑也有一定的

风险与挑战。首先，伴随工作重塑行为的高投入会使工作负荷过大，使个体产生压力与倦怠感

（Wrzesniewski等，2010）。研究表明，持呼唤工作价值取向的个体更愿意进行工作重塑，花在工

作上的时间更长，从而牺牲了个人利益、健康与家庭（Bunderson和Thompson，2009）。其次，如

果员工不理解管理者和组织的目标，那么工作重塑可能会带来整个组织的低绩效

（Wrzesniewski等，2010），特别是当他们的工作涉及高度标准化的流程时（Leana等，2009），因
为工作重塑产生的工作任务、程序的改变会使标准化降低，从而导致低效率和低产量

（Oldham和Hackman，2010）。再次，个人工作重塑也可能在团队层次产生消极效果（Bakker等，

2011），例如员工只注意快乐地工作而减少不喜欢的任务就会影响团队绩效。最后，组织虽然从

员工的高投入中获得了好处，但也产生了不公平与剥削问题（Bakker等，2011），因为管理者与

某些员工个人的合作工作重塑可能被看作不公平现象，从而伤害组织中的合作与信任（Rousseau
等，2006）。总之，员工和管理者应注意到工作重塑的潜在风险与挑战，如任务过重、员工与组织

目标不一致、员工感知的不公平、自主性约束挑战以及任务的相互依赖性挑战等，而通过工作

重塑干预可以有效地减少工作重塑的风险与挑战。

三、  工作重塑干预的概念与分类

（一）工作重塑干预的概念

工作重塑干预是指干预者（往往是研究者或管理者）引导员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的工

作，使其与员工个人的优势、动机及组织目标相一致的方法与手段。也可以说，工作重塑干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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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引导员工更好地使用其优势，联结个人动力与工作，克服工作阻碍，提升个人与组织绩效的

干预行为（Schoberova，2015）。van Wingerden等（2016）以及Tims等（Bakker等，2012；Tims等，

2012）认为，工作重塑干预是在个人层面展开的，目标是重建员工的人职匹配，以此来优化工作

内容、环境与条件。如前文所述，工作重塑内涵界定有北美学派与欧洲学派之分，而工作重塑干

预也有两种对应的方式。第一种工作重塑干预与Wrzesniewski和Dutton（2001）对工作重塑的定

义相吻合，干预者主要从任务、关系与认知改变方面着手强化或提升人职匹配，其研究设计以

Berg等（2008）提出的工作重塑练习（job crafting exercises，JCE）为代表（www.jobcrafting.org）。
第二种工作重塑干预与Tims和Bakker（2010）对工作重塑的定义相吻合，即干预者引导员工增

加工作资源与挑战性工作要求，减少阻碍性工作要求，以保持或优化人职匹配。根据Kristof
（1996）的人职匹配理论，不匹配可能产生于工作要求与个人能力的不对称，也可能产生于个人

要求与工作所提供资源的不对称。而工作重塑干预的目的就是改变这两种情况下的不匹配问

题。其研究设计以van Wingerden等（2016）提出的JD-R干预模型为代表（参见表1）——干预就

是从个人与组织两个层面来提升个人资源及保持工作要求（JD）与工作资源（JR）的平衡。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工作重塑干预是基于工作重塑要点的进一步延伸，其延伸主要体现

在：（1）工作重塑是员工的自主性行为，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其他人的参与，而工作重塑干预往往

是在研究者或管理者的引导下完成的，这是因为有些员工虽然希望但可能不知如何进行工作

重塑。（2）员工自主性工作重塑行为可能与组织目标不一致，这也是工作重塑的风险之所在；而

工作重塑干预则引导员工的工作重塑行为，使之与组织目标相一致，即工作重塑干预是一种包

括管理者自上而下与员工自下而上的合作工作设计范式，降低了工作重塑的局限性。（3）工作

重塑干预能促进员工工作重塑行为，但也会产生一定的成本，而工作重塑则没有这种显性的组

织成本，所以工作重塑干预存在一个成本与效益的优化问题。

（二）工作重塑干预的分类

工作设计是指自上而下由管理者与人力资源经理决定员工的工作内容（Oldham和

Hackman，2010）。与此相反，工作重塑则提供了一种主动的自下而上的工作设计方式

（Wrzesniewski和Dutton，2001）。而工作重塑干预综合了二者的优点，提供了自下而上、自上而

下双向工作设计的新形式。根据方法、手段、内容的不同，工作重塑干预可以分为基于优势与基

于关系的工作重塑干预、涉及与不涉及管理者的工作重塑干预，以及个人或集体形式的工作重

塑干预。

1. 基于个人优势的工作重塑干预和基于关系构建的工作重塑干预

根据工作重塑干预的基础是个人优势还是人际关系，工作重塑干预可分为基于个人优势

的工作重塑干预和基于关系构建的工作重塑干预。

Bakker等（2012）以及Wrzesniewski和Dutton（2001）都认为，工作重塑干预要从员工优势着

手，让优势与个人工作动机结合起来，或利用优势来克服工作中的障碍。实际上，个人利用自身

优势进行工作重塑更容易达到人职匹配。人职匹配领域的研究证明，员工在感到自我与工作匹

表 1    JD-R视角的工作重塑干预

干预层面
干预目标

提升个人资源 保持JD和JR平衡
组织层面 培训 工作再设计
个人层面 个人优势 工作重塑

　　资料来源：van Wingerden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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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时，会体验到更多的工作意义，从而产生更高的绩效、满意度与留职意愿（Kristof-Brown等，

2005）。从本质上讲，工作重塑与优势发挥的过程就是人职匹配程度不断提高、获得幸福感与职

业成功的过程（Berdicchia等，2016；Plomp等，2016；Tims等，2016；Akkermans和Tims，2017）。
Berg等（2013）也指出，工作重塑能帮助员工重新定义工作以使其适合自我，具体而言可以从个

人优势、动机与激情三个方面展开。由于这三个方面的特征体现了个人愿望和能力，因此基于

此的工作重塑更能培养工作意义感。Clifton和Harter（2003）也认为，在进行工作重塑时最好能

发挥员工的优势，这样工作重塑的效果也最好。French（2010）提出了组织中的工作重塑干预，

明确要求管理者参与工作重塑干预，目的是评价员工优势，与员工沟通其优势以及个人和组织

目标，支持员工在此目标内进行工作重塑。所以，在基于个人优势的工作重塑干预中，员工优势

评价与反馈是重要组成部分，是驱动员工工作投入与高绩效的活化剂。

基于关系构建的工作重塑干预理念来自Wrzesniewski和Dutton（2001）的工作重塑定义，就

是通过干预让员工与其客户、受益者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她们设计的工作重塑练习实际上就

是一种基于合作关系的工作重塑。合作重塑（co-crafting）是一种关系型工作重塑干预设计范

式，它强调同事间的依赖与互动，以及与受益者之间的关系或社会融入（Frese和Fay，2001；
Grant和Ashford，2008）。例如，Grant等（2007）发现，当员工与其工作重塑的受益者建立关系时，

其感知的工作意义更大、工作质量也更高。研究者Belle（2014）还邀请了90名意大利护士组装

手术器具。一组护士被安排与使用这些设备的医护工作者见面并建立联系，结果显示，在未来

的工作中，这些护士组装手术器具与没有被安排见面的护士相比，效率更高，准确率也更高。可

见，基于关系构建的工作重塑干预同样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2. 涉及管理者与不涉及管理者的工作重塑干预

工作重塑可以自然而然地发生在工作场所，即员工主动对工作进行调整来获得更多的意

义与人职匹配，而并不知道这就是研究者所称的工作重塑行为（Berg等，2013）；另一种没有管

理者参与的情形是研究者引导员工进行工作重塑。以上都是不涉及管理者的工作重塑，当然，

不涉及管理者的工作重塑干预可能会被经理与同事觉察到，也可能不会被觉察到。研究者、同

事或导师（mentor）都可能成为工作重塑干预的引导者，即使是Berg等（2008）设计的工作重塑

练习也没有明确要求管理者的参与，更不用说建议员工向其他人寻求帮助来实现自己的想法。

当然，工作重塑干预也可以涉及管理者，即工作重塑干预得到管理者的授权与支持——管理者

让员工知晓什么是工作重塑，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来进行有目的的工作重塑。

目前，大多数工作重塑研究都不涉及管理者，即多数研究聚焦于员工自发的工作重塑，但

这些研究者都在呼吁要进行有管理者参与的工作重塑干预（Wrzesniewski和Dutton，2001；
Wrzesniewski等，2010；Petrou等，2012；Berg等，2010，2013）。他们认为，管理者参与工作重塑干

预能减少工作重塑的潜在风险。例如，Schoberova（2015）认为，有管理者参与的合作重塑能使

工作重塑产生最大的积极结果，减少其潜在风险，使其更有利于个人和组织，这样才能形成合

作工作设计的新形式，更好地适应21世纪的工作场所。French（2010）就明确提出了组织的工作

重塑干预，要求管理者参与工作重塑干预。其中，管理者的作用是：（1）评价员工优势；（2）就员

工的优势及员工与组织的绩效目标与员工进行沟通；（3）支持员工的工作重塑。可见，组织中工

作重塑干预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评价与讨论员工优势，这是驱动员工投入与高绩效的重要因素。

3. 个人干预与集体干预

根据干预对象是个人还是群体，工作重塑干预又可分为个人干预与集体干预。个人干预主

要针对有工作热情，但不知如何进行工作重塑的员工。考虑到成本问题，多数工作重塑干预研

究是以集体方式进行的。例如，Ben Shahar（2006）对酒店清洁工进行的干预研究就是集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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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干预重塑。她把员工分为两组，向他们说明身体锻炼的重要性，并测试了她们的各项生

理和心理指标。但她只给其中一组员工看了每天工作所消耗的卡路里（热量单位）的数据，并

说：“你们做的其实正是健身，你们的每一项劳动都在消耗卡路里，比如，铺一张床单可以消耗

50卡路里……”两个月后，她又进行了同样的测试，结果是，实验组成员的体重显著下降，自尊

心和精力水平上升，沮丧程度和焦虑水平下降；而对照组在此期间完全没有变化。对照组与实

验组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对劳动的认识理念——干预后，实验组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工作，重建

了自己的经历，从“我每天必须清扫30间房间”到“这是种锻炼，这对我有好处”，这就是区别所

在，既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由此可见工作重塑干预的应用价值与实践效果。Bertolotti等
（2005）对流行服饰设计者进行了研究并发现，这些设计者时刻进行着个人与集体工作重塑，以

此抵制该行业过分专业化与分工过细的管理倾向，保护自己在整个设计流程中的多元创新工

匠身份。总之，集体工作重塑干预旨在帮助员工创造一个与其价值观、优势、激情相匹配的环

境，它是一个诊断与改进工具。在实践中，工作重塑练习（Berg等，2008）是由研究者引导的小组

工作坊式的工作重塑干预。参与者完成练习并与其他人讨论其感受，管理者也可以参与工作

坊，熟悉整个流程与练习，也对自己的工作进行重塑。Google等公司的实践表明，工作重塑练习

是一个设计良好的集体干预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在实践应用中，有时很难区分某项干预属于哪一类，原因是多数研究会综

合性地运用干预手段。例如，某项干预可能是有管理者参加的集体干预，同时又是基于员工关

系构建的工作重塑干预。

四、  工作重塑干预的实践设计

工作重塑干预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模式、方法与步骤设计。根据成熟度的高低，目前工作重

塑干预的实践设计主要有培训、工作重塑练习、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工作重塑干预和个

人开发重塑干预四种。

（一）培训

培训是干预研究中最常用、最基本的方法，也是其他工作重塑干预设计的基础。工作重塑

培训通过激励员工自我管理和强化个人资源两个方面来提升参与者的动机与工作投入。多数

工作重塑干预研究设计都需要对参与者进行干预内容、方式、方法的培训。van Wingerden等
（2016）与Tims等（Bakker等，2012；Tims等，2012）就指出，工作重塑培训能带来积极的自我变

化，包括改变对工作的认识、完成工作任务的方式等，前述酒店清洁工干预就是通过培训来完

成的。Demerouti等（2011）对39名警察的工作重塑干预和van den Heuvel等（2012）对2 118名员

工的工作效率干预研究都使用了培训干预法。培训干预法成本较低、方便易行，因此被广泛使

用。当然，干预培训成功的影响因素很多（Kessels，1996；Cheng和Ho，2001），如培训内容、培训

者、管理者投入、员工动机和承诺等（Burke和Hutchins，2007）。Kraiger等（1995）还特别指出，提

前告知参与者培训项目的目标也是关键因素。Demerouti和Bakke（2014）总结了成功的工作重

塑培训的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工作重塑的组织与沟通。即把工作重塑培训当作一个动机干预过

程，以工作坊的形式招集参与者培训。在工作坊中，通过沟通与练习，让员工知道何谓工作重

塑，并形成个人工作重塑计划。它包括具体的个体打算实施的重塑行动、时间、方式与预期结

果。第二步是开始工作重塑行为。在这一阶段，员工要写工作重塑日志或周记，详细记录列在个

人重塑计划中的工作重塑活动。如参与者被要求增加工作资源（寻求反馈和社会支持）、减少工

作要求、寻求工作挑战性、增加自主性、参与决策与发展机会等。同时，参与者被要求花时间思

考存在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第三步是交流工作重塑体会。当参与者完成一段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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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塑后，他们再次相聚交换关于重塑行动的体验。在交流会上，他们讨论成功之处、存在的

问题与解决方案。这样，员工能相互学习别人的做法，关注将来如何克服阻碍工作重塑的可能

障碍。第四步是效果评价。即调查评估工作重塑培训对员工工作投入和动机的影响效果。通常

情况下，工作重塑培训还与压力管理干预（Mikkelsen等，2000）及旨在减少倦怠的群体干预结

合在一起（Le Blanc等，2007），这样的综合干预效果更好。

（二）工作重塑练习

将工作重塑干预系统且广泛地应用到实践中的设计是Berg等（2008）开发的工作重塑练

习。它的具体实施分为四步。第一步，员工工作摸底。由研究者引导员工了解自己是如何在工作

中分配时间、精力与注意力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员工可以把工作任务分为三块，即花时间、

精力与注意力最多、较多与最少的任务。这一步能使员工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工作中是如何分配

个人资源的。第二步，描绘计划。就是让员工根据自己的动机、优势与激情绘制一个较理想但还

算现实的工作重塑计划，目的是创造一个理想的环境让员工能重塑其工作，从而获得更多工作

意义与成就感。也就是说，员工重新组合他们未来更愿意花时间、精力与注意力的工作任务，并

根据动机、优势与激情三个标准来评价工作任务是否适合他们。第三步，形成角色框架。员工用

服务于组织共同目标的任务组合成一个角色框架（承担的不同角色任务），目的是在认知上重

塑工作，并赋予任务以意义与情感。第四步，创造行动计划。即参与者准确定义短期与长期工作

重塑目标与策略，以便把他们在计划描绘中提出的工作重塑方案变得更现实。工作重塑练习是

一种互动型、引导式的工作重塑干预方法，能帮助员工实现个人价值观、优势、激情与工作特征

的匹配。实践中，工作重塑练习以工作坊形式进行，员工自行完成练习，并与其他人讨论自己的

理解及行动计划。在这期间，经理也可能参与其中，熟悉工作重塑过程与经历。目前，工作重塑

练习在大型公司（如Google）和中型公司（如Motley Fool）进行的实践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是

一种比较成熟的干预手段（Grant，2013）。
（三）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工作重塑干预

工作重塑练习的理论基础来自Wrzesniewski和Dutton（2001）的工作重塑定义，而目前的干

预研究还有一部分源自Bakker等（2012）的工作重塑定义，即通过平衡员工的工作资源与工作

要求来干预工作（参见表1）。这其中又以van Wingerden等（2016）以及van den Heuvel等（2015）
设计的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D-R）的工作重塑干预为代表。Demerouti等（2011）对警察进

行了干预研究，van den Heuvel等（2012）对组织中不同层级的员工进行了干预研究，并有意改

变员工的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从而使他们体验到更多的快乐、投入与工作意义。这些研究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从此JD-R视角的工作重塑干预研究逐渐增加。van den Heuvel等（2015）对
20名教师参与的基于JD-R模型的干预设计具有代表性，它包括一天的培训、四周具有重塑性

的工作以及半天的反思。具体设计步骤如下：（1）培训。包括JD-R模型（Bakker和Demerouti，
2007）和工作重塑知识培训，培训后参与者在一张海报纸上画出他们目前工作的任务、要求及

拥有的资源。（2）制定工作重塑目标。由参与者在以上海报纸上继续画出制定好的具体工作重

塑目标，例如，如何获得工作资源、减少阻碍性工作要求和寻求挑战性工作要求。寻求工作资源

的例子包括向同事就自己的销售沟通计划寻求反馈，并开始接近客户，提高自己的沟通技能。

（3）工作重塑反思。每个人都分享与分析工作重塑小故事、经验与教训，并且每个周末参与者都

安排时间反思过去一周取得的成就，并做出新的承诺。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工作重塑干

预虽然在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目前还缺少大公司实践的检验。

（四）个人开发重塑干预

个人开发重塑干预（personal development crafting intervention，PDCI）是Schoberova（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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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一种综合性工作重塑干预。Schoberova（2015）认为，在工作场所员工与经理可以共同利

用个人发展讨论计划来创造有意义与高效的工作设计干预方法，即PDCI。PDCI既包括员工优

势评价与管理者谈话，也融入了组织与个人目标，保证员工的工作重塑行为与组织目标相一

致。PDCI源于French（2010）提出的组织工作重塑干预，它明确要求管理者积极参与员工工作

重塑干预，并做好三项工作：对员工优势进行评价、与员工沟通其优势及组织的绩效目标，以及

支持员工工作重塑。这些都是驱动员工投入与高绩效的积极要素。可见，PDCI既融入了组织、

个人目标，也包括了发挥个人优势的内容。其具体干预过程是：（1）制定PDCI提纲，包括干预的

目标、方法、时间，员工制定个人职业生涯发展计划与近期目标；（2）由高级领导及人力资源经

理在工作坊中进行培训，内容包括品格优势与才干优势的识别与测量、干预目标与实施细则

等；（3）管理者与员工进行一对一的行为计划讨论，目的是明确员工优势的发挥与个人、组织目

标的一致性，以及个人职业生涯与组织发展的一致性；（4）测量PDCI的影响及效果，具体包括

员工努力程度、工作绩效和工作投入。需要指出的是，目前PDCI只是一个理论框架，还没有得

到实践的检验。

五、  工作重塑干预的影响结果

目前，工作重塑干预的影响结果主要体现在员工主观幸福感和工作绩效与成就方面。

（一）主观幸福感

工作重塑干预的影响结果首先表现在员工的主观幸福感上，如快乐、满足、工作投入等。

van den Heuvel等（2012）基于JD-R模型的干预研究表明，工作重塑干预会使员工体验到更多的

工作快乐、工作投入与工作意义感。他们在2015年进行的干预研究也说明，工作重塑干预能够

提升员工的主观幸福感等积极情感。此外，van Mersbergen（2012）通过增加工作资源的干预提

升了护士的适应性绩效与工作幸福感。Demerouti等（2011）通过39名警察来检验培训干预的效

果，结果显示：（1）培训对于员工工作资源特别是社会性资源有积极作用；（2）参与者培训后报

告了更多的积极情感和更少的消极情感。同时，培训干预项目还可以和压力管理

（Mikkelsen等，2000）及减少倦怠（Le Blanc等，2007）的干预相结合，产生更加综合的效果。van
Wingerden等（2015）在JD-R模型的基础上以教师为样本，进行了间隔6个月收集两轮数据的干

预研究，结果发现，个人资源干预对教师的工作投入感有积极影响。van Wingerden等（2017a）
的研究表明，个人工作资源干预对工作投入具有正向影响。French（2010）还特别指出，工作重

塑干预在强调应用员工优势时效果更好。Rath和Harter（2010）的研究就表明，如果在工作重塑

中管理者的谈话聚焦于员工的优势，那么员工产生主动疏离感并把负面情绪传递给同事的可

能性只有1%。关于工作重塑干预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问题，Holman等（2010）开展了为期

9个月的干预研究，并利用跨层次分析方法发现，工作重塑干预影响员工幸福感的中介变量是

工作控制感、参与感、技能应用和积极反馈。McQuaid（2015）的研究也发现，在工作重塑干预

中，如果经理与员工进行聚焦于其优势的谈话，那么员工的工作会更有动力，并感知到成就与

工作意义。

总之，工作重塑干预通过工作控制感、参与感、优势应用、人职匹配影响着员工的满意度、

积极情感等主观幸福感变量。

（二）工作绩效与成就

工作重塑干预会影响员工的主观幸福感，而研究也表明，经常体验到积极情感的人与不经

常体验到的人相比，更愿意合作和分享经历，更具有创造力，因此个人绩效与成就也更大

（Avey等，2008）。根据Tims等（2012）的观点，工作重塑干预就是增加员工的结构性或社会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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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当然员工也可以聚焦于增加挑战性要求或减少阻碍性要求。阻碍性要求包括工作负荷及因

知识、技能缺少而产生的不安全感等，而重塑培训能对员工的主动性以及相信自己能改变工作

的信心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提升个人工作绩效与成就。Schoberova（2015）探讨了利用合作重塑

干预来提升工作意义和高绩效的关系。结果显示，当员工努力把工作塑造为自己的呼唤，且组

织也在努力找寻使员工人职匹配的方式时，合作重塑干预能产生最高水平的积极结果，同时更

有利于个人和组织。van den Heuvel等（2015）指出，工作重塑干预能创造有激励的工作环境，提

升员工的自我效能感、发展机遇和领导—下属关系。van Mersbergen（2012）也发现，工作重塑干

预通过增加工作资源而提升了护士的适应性绩效。van Wingerden等（2017a）对102名小学教师

6周内的干预研究显示，个人资源与工作重塑的结合对个人绩效有正向影响。van Wingerden等
（2017b）还采用准实验方式，对75名中学教师进行了工作重塑干预，21个月的三轮数据调查显

示，工作重塑干预对员工工作重塑行为（时间点2与3）有显著的影响。且一年后员工的绩效反

馈、个人发展机遇、自我效能感和工作绩效还有显著提升。van Wingerden等（2017c）把71名教

师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进行了为期9周的工作重塑干预实验。结果发现，干预组教师的工作重

塑行为、心理资本、个人绩效都有提升，且工作需求满意度和工作投入在这种影响关系中起中

介作用。

此外，在当今竞争的时代，组织变革经常发生，如何帮助员工及时适应变化并提高创造力

成为工作重塑干预的另一个研究方向。van Mersbergen（2012）的研究表明，工作重塑干预作为

一种工具能通过增加工作资源来提升护士的适应性绩效（适应组织变革的表现）。而Berg等
（2008）设计的工作重塑练习也为员工带来了创新的理念，从而提升了工作效率，激发了积极的

工作态度。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很重要，也凸显了工作重塑干预的应用价值。

六、  工作重塑干预研究与应用的局限及未来展望

（一）现有研究局限

组织干预是有计划、有理论基础的行动，目的是通过改变工作设计来提升员工的健康水

平、幸福感及组织绩效（Giga等，2003；LaMontagne等，2007；Richardson和Rothstein，2008）。虽然

通过组织干预提升员工绩效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开始增加，但是研究成果还不成熟，主要存在

以下局限（Nielsen，2013）：（1）干预研究成果与成熟的研究、实践标准还有差距；（2）没有用理

论解释个人能动性是如何被激发的，为什么影响了干预执行与实践；（3）没有提出个人能动性

与干预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足够证据；（4）干预对组织的影响研究较少。Fruwert（2014）的研究

也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重塑干预都能取得显著的效果。他对214名荷兰学者的实验研究出

人意料，即进行了工作重塑干预后，学者们的个人资源、社会资源和工作压力都降低了。这说

明，工作重塑干预的研究与实践应用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未来可重点关注工作重塑干预的作用

机制、不同条件下的工作重塑干预效应、工作重塑干预的负面影响、基于个人优势的工作重塑

干预以及中国情境下的实证研究。

（二）未来研究展望

1. 工作重塑干预的影响机制问题

现有研究表明，工作重塑干预对个人和组织都能产生积极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

的？或者说工作重塑干预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根据现有研究，我们推测积极情绪在工作重塑干

预的影响中可能起着重要作用。首先，优势发挥伴随着积极情绪。Seligman（2002，2011）强调，

优势应用能带来愉悦、投入与激情。其次，工作重塑也带来了自主、意义、心流等积极情绪，从而

又提升了个人的工作承诺、坚韧与绩效。最后，积极情绪扩展了个人思维。Frederick（2007）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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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说明，积极情绪能够扩展人们的思维，打破你我界限，让人看到在其他情况下看不到的可能

性，使人们更具开放性，更加相互信任和相互依赖。它带来的一个实际效果就是增强了人们的

创造力。所以说，积极情绪可能是工作重塑干预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因素，而且积极情绪作为

中介变量已经得到研究支持（Meyers和van Woerkom，2016）。未来可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

2. 工作重塑干预的负面效应研究

目前工作重塑干预研究主要展示的是其积极效应，但正如Fruwert（2014）的研究所显示

的，工作重塑干预可能会无效果或出现负面效应。例如，Grant（2008）的研究发现，在工作重塑

干预下，当个人感觉要被迫去帮助他人时，他们会想做更多的事情，这容易导致高负荷、高压力

和低绩效。所以，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工作重塑干预的影响效应，特别是其负面效应，以及

克服负面效应的方法与策略。

3. 基于个体优势的工作重塑干预

Bakker等（2012）以及Wrzesniewski和Dutton（2001）都认为，工作重塑干预要从员工优势着

手，让优势与个人工作动机结合起来，或利用优势来克服工作中的障碍。French（2010）也明确

指出组织工作重塑干预要关注员工优势评价。从前文的论述也可以看出，基于个体优势的工作

重塑干预能对个人及组织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未来可考虑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构念（或手段）

提出，称为基于个体优势的工作重塑干预（strengths based job crafting as an intervention）或优势

重塑干预。可重点研究这一概念的独立性，如是否与相近概念有收敛效度，与不同概念有较好

的区分效度，又与结果变量有效标关联效度等。可根据陈晓萍等（2012）和DeVellis（2003）的构

念量表开发与效度检验方法，检验其可操作性与心理计量意义上的独立性。

4. 不同干预条件下的工作重塑干预效应比较

不同干预条件下的工作重塑干预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表2是本文根据现有文献整理出的

基于JD-R模型的工作重塑在不同干预条件（强干预与弱干预）下的差异。强干预可能取得更好

的成效，但成本也相对更高。研究不同干预条件下的工作重塑干预效应，以及根据企业的实际

情况设计恰当的工作重塑干预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此外，还可以基于不同的优势评价标准开展工作重塑干预差异比较研究。例如，第一组参

与者的优势评价标准使用胜任力评价量表，第二组参与者的优势评价标准使用价值实践

（VIA）品格优势量表（http://www.viacharacter.org）（Seligman，2002），第三组参与者的优势评价

标准使用盖洛普公司的才干优势量表（http://www.strengthsfinder.com）（Buckingham，2001）。胜
任力评价与工作相关胜任素质、技能（如计划与组织目标设计、销售策略）更相关；品格优势评

价则超越了组织边界，与个人工作意义而不是组织绩效更相关；才干优势评价可能与工作绩效

表 2    强/弱干预差异表

持时间 干预形式与手段
干预内容

个人性/社会性资源 工作要求

弱干预 1周以内

形式：工作坊
引导者：研究者
涉及层面：个体层面
数据收集：两轮

通过自省、尝试、启发等方
式发现个人优势，目的是
增加个人性资源

自主性工作重塑：改变认
知、任务与关系；增加挑战
性工作要求，减少阻碍性
工作要求

强干预 4周以上

形式：工作坊+管理者面谈
引导者：研究者+管理者
涉及层面：集体层面
数据收集：多轮

有领导参加的培训、指导、
面谈、职业发展计划讨论，
目的是增加社会性资源

合作性工作重塑：将工作
设计与工作重塑相结合，
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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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相关。比较基于三种不同优势评价标准的工作重塑干预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5. 中国组织情境下工作重塑干预的实证研究

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员工工作重塑干预的实证研究。我们知道，由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

化特点，与西方国家崇尚“个人主义”不同，中国更重视人际关系的“集体主义”，且中国劳动者

在认知、个性特征上与国外劳动者有着显著差异，中国劳动者工作重塑干预的方式与内容可能

与西方不同，因此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探讨工作重塑干预的内容及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

意义。具体的实证研究内容可以包括工作重塑干预的影响因素、影响结果与作用机制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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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Job crafting is a process through which individuals proactively redefine and redesign
their work to make it  more meaningful and fruitful.  Most of the research on job crafting in North
America uses the concept of Wrzesniewski and Dutton while the majority of European research is set
within the job demand and resource (JD-R) framework, which proposes that all job characteristics can be
categorized as either job demands or job resources. What is more, job crafting, argued by Both North
American and European schools, is not only a concept or an act, but also an intervention (JCI). So JCI is
an interactive visual means for managers or researchers to guide employees to create a more optimal fit
between their  values,  strengths,  & passions and their  jobs.  JCI has three types along its  different
dimensions: strengths based vs. relations based, individual vs. collective and involving vs. not inv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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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agement.
        Strengths-based JCI utilizes work-related competency or skill  frameworks customized for the
organizations. It focuses on more universal and deeper character strengths or virtues of employees
spanning beyond the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which have higher potential  to create meaningful
experience of work. And relations-based JCI encourages relational crafting that increases high quality
connections as well as performance.
      Individual vs. collective JCI needs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efforts, through which work groups
collaboratively change the task and relational boundaries of their jobs. The group resists management
direction towards specializ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to protect  their  work identity as innovative
craftsmen involved in the entire design process, indicating that motivation behind collective JCI also has
higher meaningfulness of work.
      Involving vs. not involving management JCI refers to whether managers get involved in the JCI act.
Employee-initiated job crafting is  generally  not  authorized or  supervised by managers.  Even the
facilitated job crafting exercises do not explicitly call for involvement of management. Most research on
job crafting outcomes, enablers and risks is focused on JCI without management involvement.
      Generally speaking, research design of JCI usually includes two kinds, one based on cognition,
relationship and task changes, and another based on job demand and resource model, and both aim to
achieve the common goal of staff as well as organizations. More specifically, practical ways of JCI
include training, JCI based on JD-R model, job crafting exercises (JCE)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crafting intervention. Training is to inform employees of job crafting strategies and stimulate them to
take initiative and manage their engagement. JCE is an interactive tool for facilitated individual job
crafting that helps individuals to create a more optimal fit between their values, strengths, & passions
and their jobs. It focuses people’s attention on resourcefully using and altering elements of their jobs,
challenges them to think and experience their  jobs in a new way, unlocks insights through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serves as both a diagnostic and prescriptive tool. JCI based on JD-R model aims to
teach employees to view their work environment as a constellation of demand and resources that can be
altered using job crafting behavior. Participants are taught how demand and resources are related to
motivational and well-being outcomes, and it also outlines how job crafting i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employees shape the presence and balance of their demand and resources.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personal development crafting intervention is an action plan for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that is agreed
between managers and their team members.
        Using  design  and  ways  of  JCI  mentioned  above,  researchers  find  that  JCI  not  only  affects
employee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job performance, but also has an impact on job crafting itself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Future research can focus on the mechanism of JCI, influence comparison
of JCI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JCI based on personal strength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job crafting;  JCI;  job crafting exercise;  job demand-resour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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